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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研究

左 才

摘要：国内外关于互联网政治特征及影响的文献分析，反映出互联网普及对社会、国家以及国家与

社会互动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比如互联网对个人信任程度的影响以及线上参与

是否能够弥补线下政治参与中的不平等等问题，研究发现不尽一致。同时，互联网通过影响不同类型的

政治参与，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互联网的普及有助于降低信息收集和传输的成本并推动

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同时如何在网络时代进行有效的社会舆论引导和合理的网络监管，给政府提出

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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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伴随着因特网的普及和相关技术的广泛运用，网络社会兴起。因特网对政治的影响逐渐受到

不同学科的关注。学者将网络社会定义为一种新的社会运行环境或社会形态。美国社会学家曼

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在《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中，将信息技术视为改变

社会结构的力量，将网络视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从广义上理解，网络社会的特征包括经济行为

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与职业结构的两极化。①从狭义上来说，网络社

会主要指“网络行为主体之间、网络行为主体与网络软硬件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虚拟生态

系统”以及“经由网民之间的网络交往和互动关系而形成的具有虚拟特性的社会空间或社会场

域”②。虽然网络社会具有虚拟特性，但是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和作用。网络社

会往往能够折射现实政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形态。伴随着对网络属性的重新认识，网络社会

实证研究中关于因特网如何影响社会、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越来越深入和细致。

早期关于网络对政治影响的讨论，主要由法学家主导。以约翰·巴洛（John Barlow）、托德·拉

平（Todd Lapin）、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Nicholas Negroponte）为代表的早期网络理论家将网络的

本质特性归为开放、自由、平等和共享，认为网络空间造就了“自由而不混乱，有管理而无政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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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而无特权”①的社会。以安德鲁·夏皮罗（Andrew Shapiro）和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

为代表的网络理论家则驳斥了这种观点，将互联网的本质定性为“社会控制工具”，网络的本质是

“信息独裁”：“这种控制和独裁首先来自于私营企业和国际利益集团通过技术手段对互联网进行

的无形控制。现在，绝大部分网络的硬件和软件产权及其核心技术掌握在少数几家美国公司手

中，如微软对全球用户的无形控制就是典例……这种控制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代表了掌握信息资

源优势的国家和团体对多数人的控制和奴役。”②部分法学家认为由于网络没有传统的主权国家边

界，现有的传统形式的法律无法有效地管制网络；莱斯格则认为软件编码就是在网络社会中塑造

个体行为的规则，因此制定软件编码也应该像制定法律一样有一套规范的民主的制定程序。③ 类

似地，学者也质疑网络的共享和平等属性，认为网络带来的信息成本的降低将有利于低收入人群

更好地积累人力资本和就业的观点过于乐观。相反地，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信息时代存在的

“数字鸿沟”，多国的分析数据均表明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网络使用的重要变量；国家

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电信产业的私有化和竞争程度等变量是解释全球“数字鸿沟”，即国家间网络

使用不平等现象的主要变量。④虽然伴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个人及国家间的“数字鸿沟”在不同

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这种网络使用和信息获取不平等的情况仍然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比

如，《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依然提到城乡差异显著：2017年我国网民中农村网

民占比26.7%，城镇网民占比73.3%；我国的网民年龄结构也依然偏向年轻，10-39岁群体占网民整

体的72.1%。⑤

从20世纪中叶开始，政治学家们开始从多个维度就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进行分析。由于互联

网的基本特性，比如虚拟性、进入的低门槛化、去中心化、可扩展性、超越时空的交互性等，以及相

伴而生的网络政治的多元形态⑥，政治学家关注的焦点在于互联网的这些特质会带来什么样的社

会或政治变化，具体关注的议题有互联网对信任、政治态度、政治参与，包括选举以及社会运动的

影响。下面将系统梳理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发现和最新发展，以期为国内政治学相关研究提供知识

储备。

二、网络社会中的社会

现有实证研究中关于因特网对信任影响的发现结果不尽一致。部分学者认为信息传递效率

的提升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具体来说，因特网有助于打破原有的基于某个地理区域的人际接

触模式，而建立起一种基于网络的社会形态，这种新型的社会形态要求公众重新理解和探索过去

① 劳伦斯·莱斯格：《代码：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李旭、姜丽楼、王文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② 蔡文之：《国外网络社会研究的新突破——观点评述及对中国的借鉴》，《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③ Laurence Lessig,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David, Johnson, and David Post,“Law and
Borders-The Rise of Law in Cyberspace,”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8, 1995, pp.1367-1391.

④ Steven Martin and John Robinson,“The Income Digital Divide: Trends and Predictions for Levels of Internet Use,”Social Problems,
Vol. 54, No. 1, 2007, pp.1-22; Mauro Guillen and Sandra Suarez,“Explaining the Global Digital Divid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
ciological Drivers of Cross-National Internet Use,”Social Forces, Vol. 84, No. 2, 2005, pp.681-708; Dimaggio, et al.,“Social Impli⁃
cations of the Internet,”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7, 2001, pp.307-336. 关于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考Eric Harwit,

“Spreading Telecommunications to Developing Areas in China: Telephones, the Internet and the Digital Divide,”The China Quar⁃
terly, Vol. 180, No. 180, 2004, pp.1010-1030。

⑤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708/P020170807351923262153.pdf，2017年12月22日。

⑥ 网络政治主要包括共享政治、小人物政治、非排他性政治、介入性政治和非中心化政治等多元形态，具体参见刘建军、沈逸：

《网络政治形态：国际比较与中国意义》，《晋阳学刊》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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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人际接触模式的实践形式；有研究表明，因特网使用者使用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比如打电

话或走访亲友的频率更高。①而这些人际接触有助于提升社会信任。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

（Robert Putnam）在控制住一些基本的人口信息变量后发现，因特网用户与不使用因特网的人群在

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方面没有显著差异。②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网络媒体的使用会导致

人际疏离和社会信任的下降。“互联网为每个人提供了自由平等的交流平台，人们可以自我选择如

何‘包装’所选择的信息。然而，这种‘选择权’也表现为‘规避权’……网络规避的负面效果是：这

种由技术辅助所达到的隔绝会减少与社团共享经验的机会。”③研究者基于中国大学生的社会调查

发现，网络媒体的使用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是消极的，其因果机制除了网络媒体导致人际疏离

之外，网络媒体商业化内容中的不友善部分也可能对使用者的社会信任产生负面影响。④

在这类研究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潜在的样本自选择偏差，即选择不同媒介的人在接触

媒体之前就在信任或政治态度等方面已经存在系统偏差，接触某些类型的媒体只不过是强化已有

的这些差异。比如，“良性循环”假设认为，那些原来就更关心政治和政治信任度高的民众会更愿

意接触媒体，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将导致更大的信任和更积极的公民参与；而那些不关心政治和原

本政治信任度比较低的民众更可能主动规避媒体报道。⑤

这种自选择偏差问题也同样存在于网络媒体报道对政治态度的影响这类研究当中。因此，越

来越多的研究人员用实验的方法来分析不同的媒体报道对使用者政治态度的影响。实验研究发

现也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因特网更容易将有相同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减少个体去接触同自

己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群，而个体在与自己持相同观点的人讨论完后，其立场会比讨论之前更极端；

因此，因特网更容易导致或加剧对社会的离心作用以及极化政治（political polarization）。⑥在推特

以及政治博客的使用者当中也存在这种相同观点者的集聚化现象（clustering）。⑦但是依据更大的

样本，研究人员发现即便是强烈鲜明的某种政治态度的持有者也会经常主动浏览与自己政治态度

相反的网站，比如偏激进的纽约时报网站的访民中百分之三十持有偏保守的政治态度，四分之一

的浏览偏激进的政治博客网站Daily Kos 的用户也浏览偏保守的福克斯新闻网站。⑧因此，有研究

① Barry Wellman,“Physical Place and Cyber-Place: Changing Portals and the Rise of Networked Individualism,”International Jour⁃
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25, No. 2, 2001, pp.227-252; Dimaggio, et al.,“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An⁃
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7, 2001, pp.307-336.

② Robert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他之前

也提出电子媒体对“丑恶世界（mean world）”的渲染和宣传会降低使用者的社会信任程度，具体参见Robert Putnam,“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28, No. 4 ,1995,
pp.664-683。

③ 蔡文之：《国外网络社会研究的新突破——观点评述及对中国的借鉴》，《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其他相关的研究，比如

Robert Kraut, Michael Patterson, Vicki Lundmark, Sara Kiesler, Tridas Mukopadhyay, and William Scherlis,“Internet Paradox: A So⁃
cial Technology that Reduces Social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53, No. 9, 1998,
pp.1017-1031。

④ 王正祥：《传媒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青年研究》2009年第2期；李希光、郭晓科：《媒体接触对信任的影

响——以在校大学生为对象的实证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⑤ Pippa Norris, A Virtuous Circ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⑥ Cass Sunstein, Republic.co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蔡文之：《国外网络社会研究的新突破——观点评

述及对中国的借鉴》，《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⑦ Lada Adamic and Natalie Glance,“The Political Blogosphere and the 2004 US Election: Divided They Blog,”International Work⁃
shop on Link Discovery, Vol. 62, No. 1, 2005, pp.36-43; Eszter Hargittai, Jason Gallo, and Matthew Kane,“Cross-Ideological Dis⁃
cussions among Conservative and Liberal Bloggers,”Public Choice, Vol. 134, 2008, pp.67-86; Michael Conover, Jacob Ratkiewicz,
Matthew Francisco, Bruno Goncalves, Alessandro Flammini, and Filippo Menczer,“Political Polarization on Twitter,”Proc. 5th Inter⁃
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logs and Social Media (ICWSM), 2011.

⑧ Matthew Gentzkow and Jesse Shapiro,“Ideological Segregation Online and Offline,”NBER Working Paper, No. 1591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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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政治极化现象更有可能只存在于部分具有较多政治知识、拥有坚定政治立场、较难被不同

政治观点改变原有立场的人群当中。①更多关于不同类型民众选择网络媒体的影响因素及规律的

研究发现将进一步推动关于网络媒体对社会信任和政治态度影响的分析。除了在个人层面的影

响，互联网同样对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产生了较大影响。比如，基于129个中国民间社团的调查发

现，年轻的非商业性质的社团组织更经常使用互联网，并且主要用于组织宣传、信息发布以及与其

他组织的联络（networking）。②

三、网络社会中的国家及其与社会的互动

总体上来说，学者认为网络对国家权力提出了诸多挑战，最主要的挑战来自于国家丧失了对

舆论的垄断。各种主体，包括每个个体、跨国集团、新闻媒体、公司等都可以通过网络空间来影响

和塑造舆论。传统信息空间被国家操控，网络空间重构了传统的公共空间，“国家过滤机制黯然失

色……复制、折射、反映、描述社会和历史的权力已经弥散化、去中心化，国家对复制社会的权力垄

断已经被打破了”③。除了对国家舆论控制的挑战，国外网络社会研究也指出了在政治和文化层

面，互联网对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主权等涉及国家安全的要素的冲击。④

互联网对国家权力的影响还体现在对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影响上，主要的作用机制和载体

是不同类型的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指公民借助互联网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参与政治活

动，对政治系统的决策施加影响的行为与过程。⑤接下来，本文主要从政策过程、竞选和社会运动

三方面来分析网络政治参与及其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体现在网络舆论对政策议程设置以及政策调整的影响上。

政策议程指的是那些被决策者选中或决策者感到必须对之采取行动的要求，是对各种议题重要性

的排序。⑥美国学者罗杰·科布等划分了议程设置的三种模式：第一，外部推动模式，即问题由非政

府组织提出，然后扩展成公共议程，最终进入政策议程。第二，内部动员模式，即由政府或政治领

导提出一个政策，然后动员民众对政策进入议程和实施予以支持。第三，内部推动模式，即问题由

政府内部动员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团体或专家提出，不需要寻求公众的支持。詹姆斯·安德森

（James Anderson）曾总结推动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触发要素，包括政治精英介入、危机事件、

抗议活动以及媒体曝光。⑦

我国在政策议程设置研究中普遍借用压力模式这一分析视角，并且强调因特网使得政策议程

设置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依据政策提出者的身份以及民众参与程度的区别，学者划分了六种在

当今中国并存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关门模式、动员模式、内参模式、借力模式、上书模式和外压模

式。并且，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以及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作用的增长，关

① Henry Farrell,“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net for Politic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2012, pp.35-52.
② Guobin Yang,“How do Chinese Civic Associations Respond to the Internet? Findings from a Survey,”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89, 2007, pp.122-143.
③ 刘建军、沈逸：《网络政治形态：国际比较与中国意义》，《晋阳学刊》2013年第4期。

④ 蔡文之：《国外网络社会研究的新突破——观点评述及对中国的借鉴》，《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⑤ 翁士洪、叶笑云：《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逻辑分析——以宁波PX事件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3年第4期。

⑥ 其他对政策议程定义的总结，可参考赵艺扬：《网络舆论下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文献综述》，《西部学刊：新闻与传播》2016年

第10期。

⑦ Roger Cobb, Jennie-Keith Ross, and Marc Howard Ross,“Agenda Building as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Proces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0, No. 1, 1976, pp.126-138; 詹姆斯·安德森：《公共决策》，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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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借力模式和上书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

现。①类似地，在网络社会，政策议程设置正在经历从权威动员式向网民触发式转变，这种网民触

发式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网络话题的形成和凝聚，普通民众通过网络媒体的平台，

对某一事件进行深入广泛的讨论，让更广范围的大众针对此话题产生共同体验和情感共鸣。第

二，在经过大范围的议题的争辩达到意见趋同的情况下，伴随着利益诉求的提出，形成强大的社会

舆论，向政府部门施加压力，这种压力既包括网络民意集聚形成的压力，也包括网络媒体突破地方

和部门管制引起上一级政府关注和干预而形成的压力。具体来说，网络民意通过线上与线下参与

互动模式、抵制与不合作模式以及多主体隐形联盟这三种策略来形成压力并推动政策议程的建

构。②从“多源流理论”的视角出发，学者阐释了网络媒体如何影响“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以

及“政策之窗的开启”。③根据已经发表的期刊文章，下页表1总结了我国近年来由网络民意推动政

策议程设置的案例。

以2007-2012年具有“轰动效应”的中国重要网络事件为样本，根据网民参与程度、政府回应程

度以及政民互动程度三个维度，中国地方政府决策回应可分为四种模式：鸵鸟模式，即民意部分参

与、政府不予回应；蜂王模式，即政府主动、民意部分参与；杜鹃模式，即民意先发、政府被动回应；

鸳鸯模式，即政府主导、政民高度互动。数据统计显示杜鹃模式为主要模式，样本中84%的事件为

民意先发下政府被动回应。④

除了在负面事件引发网民高度参与背景下的政府与网民互动，其他互动的途径包括各层级政

府主动设置的网络问政平台，比如“专题性”和“留言板性”网络问政平台。学者关注在信息公开改

革的推动下，这些政府主动设置的网络问政平台对民众意见的回应程度及其如何影响网民的政治

态度与行为。实证研究发现，网络政府回应行为具有选择性的特征，网民的社会和政治身份、地区

性国家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使用的话语等因素都能影响政府回应的程度：本地人、集体诉求、经

济性议题、低成本且单一议题诉求、使用内集体话语和贤能话语的诉求更容易得到政府回应。⑤通

过比较肯尼亚和中国，研究人员发现肯尼亚在媒体大规模曝光腐败、渎职等事件后处罚力度小且

行动迟缓，而中国政府对媒体曝光事件的回应迅速有效。⑥通过分析市长信箱的海量数据，学者发

现地方政府的这类网络平台具有较高程度的回应性，同时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方政府与社会

的关系是影响政府网络平台回应性程度的主要变量，并且中国政府在网络空间的回应性源于官员

①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② 费久浩：《网络社会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嬗变——以“PM2.5纳入国家空气质量监测与治理体系”为例》，《乐山师

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宫月：《网络民意输入机制——政策议程设置的一种外输入机制解读》，《学理论》2015年第9期；

陈国营：《网络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研究——基于压力模式的视角》，《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吴绍山：

《当下中国网络民意与政策议程建构互动关系分析》，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 魏淑艳、孙峰：《“多源流理论”视阈下网络社会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以出租车改革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13

期。

④ 翁士洪、叶笑云：《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逻辑分析——以宁波PX事件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3年第4期。

⑤ Zheng Su and Tianguang Meng,“Selective Responsiveness: Online Public Demands and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in Authoritari⁃
an China,”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59, 2016, pp.52-67; Jidong Chen, Jennifer Pan, and Yiqing Xu,“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0, No. 2, 2016, pp.383-400; 孟天广、

李锋：《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性——基于全国性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
第3期；张华、仝志辉、刘俊卿：《“选择性回应”：网络条件下的政策参与——基于留言版型网络问政的个案研究》，《公共行政

评论》2013年第3期。总结网络民意与政策关系的研究，可参见张淑华：《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权利和权力的对话》，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 Jonanthan Hassid and Jennifer Brass,“Scandals, Media, and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in China and Keny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Pap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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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治理当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比如代理滑移）的应对。①基于海量政务微博资料的大数据分析和社

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与其他网民相比，关注政府新媒体的网民更认可网络能为自己提供及时

和详实的公共事务信息，并且政府新媒体的网民认为网络提高了其政治兴趣；关注政府新媒体对

线上政治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注政府新媒体的网民明显在博客、网络论坛、微信、微博等主

要社交平台上就国家大事或公共事务发表更多的评论。②

表1 近年来关于网络民意与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文献总结

学者
（发表年份）

魏淑艳、孙峰
（2016）

田进、朱利平、
曾润喜（2016）

费久浩（2015）

陈姣娥、王国
华（2013）

朱亚鹏
（2010）

具体案例

出租车（专车）
改革

厦门、大连、宁波
及茂名的PX事件

PM2.5纳入国家
空气质量监测与

治理体系

助推“郭美美事
件”进入政策议程

乙肝歧视问题被
纳入政策议程

网络助推形式

微信倡议书引发地方出租车司机
罢工；出租车微信互动平台、知乎、
百度贴吧图文直播罢工现场；网
络媒体民意调查及投票；网络社区
论坛广泛讨论

网络媒体披露与关注事件，网络论
坛发布“散步抗议”动员信息

知名博主在微博上发布北京空气
质量截图引起大量转发；网络论
坛、贴吧、社区、视频网站、聊天平
台等出现大量关于PM2.5的讨论，
表达对空气质量的担忧和关注

网民通过微博、博客、论坛发帖等
方式开展讨论，发表质疑和抗议，
开展人肉搜索等

从“周一超事件”开始，“肝胆相照”
论坛协助CCTV拍摄“乙肝歧视”
专题报道，发起违宪审查、以致信
国务院领导和接近“两会”代表等
方式对决策者施加影响和压力

对政策的影响

网络相关建议以政策条文的形式出
现在了义乌市、杭州市、上海市和交
通部的法规中

PX项目停止或迁建

推动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
设包括PM2.5浓度限值的新指标等

推进慈善立法进程

促进政策的转变，比如2005 年的
《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
明确了乙肝病原携带者在体检标准
中是合格的，公务员录用体检表中
也没有乙肝“两对半”的检验项目；
2007 年的《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
了禁止歧视乙肝携带者

资料来源：魏淑艳、孙峰：《“多源流理论”视阈下网络社会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以出租车改革为例》，《公共管理学报》

2016年第13期；田进、朱利平、曾润喜：《网络舆情交互触发演变特征及政策议题建构效果——基于系列“PX事件”的案例研究》，

《情报杂志》2016年第2期；费久浩：《网络社会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嬗变——以“PM2.5纳入国家空气质量监测与治理

体系”为例》，《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陈姣娥、王国华：《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置机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

1期；朱亚鹏：《网络社会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定模式的转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另外，还有研究网

络舆论对政策议程设置影响的文章，比如陈国营的《网络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研究——基于压力模式的视角》（《中共浙江

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研究了胡斌飙车案对杭州市交通公共安全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王绍光的《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

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莫荣妹和韦潇竹的《网络空间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机制浅析——基于孙志刚事件的

案例分析》（《经济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分析了孙志刚事件对政策的影响。

除了通过互联网参与影响政策过程，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比较关注的其他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还包括在网络上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开展选举动员、讨论集体行动等。在社会调查中，衡量网络

① Greg Distelhorst and Yue Hou,“Constituency Service under Nondemocratic Rule: 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Politics, forth⁃
coming; Greg Distelhorst, Publicity-Driven Accountability in China, Dissertation, MIT, 2013.

② 孟天广、郑思尧：《信息、传播与影响：网络治理中的政府新媒体——结合大数据和小数据分析的探索》，《公共行政评论》2017
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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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的问题经常包括是否通过网络联系当选的议员或领导候选人、表达关于某个政策的意

见、与其他网民一起尝试解决某个问题等。与传统的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相比，互联网的开放性、

匿名性和交互性为公民获取信息、表达政治观点、开展动员提供了更低成本和低风险的手段。亨

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指出了互联网影响政治参与的三种主要机制：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偏好

伪装（preference falsification）和同质分类（homophilous sorting）。①互联网给政治参与带来的影响

主要包括：一、互联网的实时性和便捷的讨论平台带来了更多的政治参与信息和机会；二、降低参

与成本；三、互联网的互动性可以增强民众与官员的直接互动，比如电子政务等形式。②因此，部分

学者认为互联网的普及必然推动广泛的政治参与，带来“数字民主”，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互联网

普及，比如网络的娱乐化会引起政治兴趣和政治参与水平的下降，反而不利于民主的发展。

网络技术在动员方面的优势深刻地影响着竞选和社会运动这两类重要的政治行为。在竞选

方面，2004年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和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竞选策略让

大家充分认识到了社交媒体的选举动员和募集竞选资金的能力。③除了竞选，线上政治参与和线

下政治参与的互动还体现在互联网怎样被用于组织线下集体行动。学者将传统研究社会运动的

分析视角运用到网络空间的抗争行为（internet activism），分析作为动员结构、政治机会以及框架化

工具的互联网。④近些年来，部分学者开始质疑“互联网在民主化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一种

主流观点。他们认为互联网在近些年一些发生在中东国家革命中的作用被夸大了，而且互联网对

原有秩序的破坏能力并不意味着其具有建立新的民主制度的能力。⑤

在国内，伴随着因特网的普及，网络上讨论集体行动的政治参与行为增多，部分线下的集体行

动事件首先发生在网络上，比如环境抗议事件。⑥通过总结1998年至2009年发生的160起网络舆

论事件，学者发现国内网络舆论事件关注的焦点是政治与民生问题⑦；运用案例分析，国内学者深

入挖掘了群体性事件中网络的助燃作用以及如何积极管理和引导网络舆情⑧。

① 同质分类机制指的是在互联网上个人更容易找到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个体，参与他们的讨论和形成一个小的共同体。具体参

见Henry Farrell,“The Consequences of Internet for Politic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2012, pp.35-52。
② 孟天广、季程远：《重访数字民主：互联网介入与网络政治参与——基于列举实验的发现》，《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6年第4期。

③ Matthew Hindman,“The Real Lessons of Howard Dean: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Digital Campaign,”Perspective on Politics, Vol. 3,
2005, pp.121-128; Clyde Wilcox,“Internet Fundraising in 2008: A New Model?”The Forum, Vol. 6, No. 1, 2008, pp.148-165.

④ Kelly Garrett,“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ICTs,”Information, Commu⁃
nication and Society, Vol. 9, No. 2, 2006, pp.202-224.

⑤ Alina Mungiu-Pippidi and Igor Munteanu,“Moldova’s‘Twitter Revolution’,”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0, No. 3, 2009, pp.136-
142; Evgeny Morozov,“More Analysis of Twitter’s Role in Moldova,”Net Effect, http://neteffect.foreignpolicy.com/posts/2009/04/07/
more_analysis_of_twitters_role_in_moldova, 2009; Sean Aday, Henry Farrell, Marc Lynch, John Sides, John Kelly, and Ethan Zucker⁃
man,“Blogs and Bullets: New Media in Contentious Politics,”Report No. 65, Washington, DC: U.S. Inst. Peace, 2010; Marc Lynch,

“After Egypt: The Limits and Promise of Online Challenges to the Authoritarian Arab State,”Perspective of Politics, Vol. 9, 2011,
pp.301-310; Philip Howard and Muzammil Hussain,“The Upheavals in Egypt and Tunisia: The Role of Digital Media,”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2, 2011, pp.35-48.

⑥ 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邓燕华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Xiao Qiang,“The Ris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Its Political Impact,”in Susan Shirk (ed.), Changing Media, Changing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02-
224; Jacques deLisle, Avery Goldstein, and Guobin Yang,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and a Chang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nn⁃
sylvania Press, 2016; 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Roberts,“Reverse-Engineering Censorship in China: Randomized Ex⁃
perimentation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Science, Vol. 345, 2014, pp.1-10。

⑦ 钟瑛、余秀才：《1998-2009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4期。

⑧ 比如余红、李瑞芳：《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发生机制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胡圣方、蒋钦：《群体性事件

的网络助燃作用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燕道成：《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情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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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

“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

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

下的。”①从 1994年 4月 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截至 2017年 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

7.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4.3%，较2016年底提升了1.1个百分点，中国网站总数为506万个。互

联网时代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互联网逐步应用到了地方治理中，比如政府

电子政务和政府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为治理转型创造了广泛的社会动力，也深刻影响和重塑着政

府与社会的互动模式。自由开放的网络空间为民意的表达和释放提供了出口，是社会的“安全

阀”。无论国家的政体形式，网络应用能推动民众偏好的表达和信息自下而上的传输，降低信息收

集和传输的成本，推动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通过分析170个国家1996年到2010年的数据，学

者发现网络普及率与治理质量呈正相关关系：更高的网络普及率带来质量更高和更稳定的治

理。②网民的线上参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议程设置，使得党和政府的决策更有回应性，

因此也有利于提升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支持度。网民政府新媒体也会对网民的政治态度和政

治参与产生深刻影响，激发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参与行为。③

同时，互联网时代也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挑战。从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到厦门PX项目事件、山

西黑砖窑事件，再到2009年的“躲猫猫”案件和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许多类似事件的出现、发

展以及解决都与网络公共舆论密不可分。在保证网民政治参与的同时，网络时代需要国家有效管

理和引导网络舆论来遏止网络谣言等不端行为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大局。每个国家都对网络有相

应的监管，主要有维护网络安全、保护公民隐私、打击网络犯罪和加强对非法内容的管制，包括对

威胁国家安全与利益的页面内容以及特殊色情内容的管制。④如何在网络时代进行有效的社会舆

论引导，尤其是应对突发的群体性事件，给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网络媒体的特征打破了政府对

信息提供和舆情塑造的垄断地位，网络平台中出现的竞争性解读方式和信息内容呈现，有可能对

政府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⑤因此，主动和及时的信息公开，舆情信息收集和引导有助于发现萌芽

状态的冲突并及时有效地缓和甚至化解社会冲突。

关于我国网络社会对国内政治影响的研究，在网络使用群体细分以及网络与政治行为的具体

连接机制这两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和挖掘空间。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的群体有没有区别？基于

中国的调查数据和列举实验，学者发现“男性、流动人口、就业者比其参照类人群更多在网上批评

政府官员或政策，年龄、家庭人均收入和信息获取程度与网上批评政府呈负相关关系；男性比女性

更多讨论集体行动，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少讨论集体行动，教育水平与讨论集体行动正相关，而

威权价值观和信息获取程度均负向影响线上讨论集体行动”，个人拥有的网友规模与这两种网上

①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② Susan Khazaeli and Daniel Stockemer,“The Internet: A New Route to Good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4, No. 5, 2013, pp.463-482.

③ 孟天广、郑思尧：《信息、传播与影响：网络治理中的政府新媒体——结合大数据和小数据分析的探索》，《公共行政评论》2017
年第1期。

④ 何哲：《在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间——主要发达国家网络社会治理的逻辑与借鉴》，《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8期。

⑤ Tang and Huhe,“Alternative Framing: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Political Support in Authoritarian China,”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5, No. 5, 2014, pp.55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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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均呈正相关关系。①2008年和2011年的全国大样本社会调查数据发现，男性、城市居民、共产

党员、学历较高以及更年轻的群体相较于其他群体更依赖互联网来获取政治和政府信息。②一方

面这凸显了样本自选择偏差的客观存在及其在进行相关因果分析时可能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

锁定这个群体内部在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方面的差异有助于挖掘或检验网络与政治行为之间的

具体连接机制。有研究发现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多元化有利于民主观念的生长和发展③，这种价值

观的变化是连接网络与政治行为的机制之一。针对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网

络社会的政治影响的理解。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Network Society and Governance
Zuo Cai

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Internet politic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assesses the influence of Inter-

net on society, state,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Existing research finds mixed evidence regarding the influence of Inter-

net on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whether network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n help reduce the inequality in traditional politi-

cal participation. Most research agrees that the Internet brings in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governance: Inter-

net reduces the informational cost and promotes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agenda setting and policy-making. Meanwhile, it

breaks down the government monopoly over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issue framing, which raises a challenge to

the government in terms of Internet regulation and managing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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